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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避难所”在中国是否存在?
———环境管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实证研究

侯伟丽 方 浪 刘 硕*

摘要: 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环境管制的严格程度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
否吸引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管制较弱的地区转移? 本文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管制与
产业区际转移间的关系，提出“污染避难所”效应在中国存在的可能性，进而利用 1996 －
2010 年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该效应的存在: 从总体上看，该效应的
显现存在一定的滞后，滞后 1 期时效应最明显;分时段的分析显示，随着我国环境管制强
度整体加强和产业结构变化，“污染避难所”效应增强。同时原有污染密集型产业基础较
好、区域市场规模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吸引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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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市场竞争中，成本加大往往意味着竞争力的削弱。在环境管制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下，如果某个地区的
政府加强管制，实施了比其贸易伙伴更严格的环境标准，这个地区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将增加，在市场上将

会因产品价格相对较高而失去竞争优势。这样，在生产要素流动日益自由化的今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
自然会选择到环境管制标准较低的地区落脚，这些环境管制标准较低的地区也就可能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

的“避难所”( List，et al．，2003; Cole，2006) 。如果每个地区都担心其他地区采取更低的环境标准，使本地工
业处于不利竞争地位而向外迁移，本地税源流失，可能会竞相采取更低的环境标准，形成环境管制的“竞次”

现象，出现类似“囚徒困境”的集体非理性行为( Daly，2000; Wheeler，2001 ) 。目前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
上存在地区不平衡，在环境管理的严格程度和环境标准的高低上也存在地区间不平衡。这种差距的存在是
否会成为产业跨地区转移的影响因素? 一些调查发现在我国环境标准和环境管理严格程度存在梯度差异的

背景下，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企业开始以产业梯度转移的名义向中西部地区迁移( 李扬，2006) 。

研究这种迁移是否具有普遍性，探讨环境管制因素是否是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正确认识目前发生在

我国的产业跨区转移，对调整环境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环境管制可能会影响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当这种影响足够大时，环境管制差异会影响到企业的选

址决策。“污染避难所”假说就是基于此提出的。根据该假说，污染密集型产业会以外国直接投资为载体向
环境管制宽松的国家转移。为了验证这一假说，Low 和 Yeats ( 1992 ) 、Jaffe 等( 1995 ) 、Levinson ( 1996 ) 、
Wheeler( 2001) 等进行了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

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大量研究集中在 FDI 是否将中国作为“污染避难所”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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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等( 2009) 、吴玉鸣( 2007) 、郭建万和陶锋( 2009) 等，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对于国内的产业
转移和地区集聚，马国霞等( 2007) ，杨洪焦等( 2008) 对我国产业的地区集聚程度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魏
玮和毕超( 2010) 实证分析了影响区际产业转移决策的因素，但他们没有特别讨论环境管制对产业集聚和转
移的影响。

目前我国将环境管制与国内产业转移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多为描述性和理论性分析，缺乏实证分析。因
此，本文拟结合我国区际发展水平、环境管制水平差距大的国情，分析环境管制对国内产业转移的影响。由
于污染密集型产业①受环境管制的影响较普通产业大，本文以此类产业为分析对象。

二、环境管制与产业区际转移的理论分析

设某国由 A、B两个地区组成，该国的资本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且总量一定，记为 K = KA + KB ; 由于各

地区的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其使用的资本的边际产出( MPK) 等于边际成本( MCK) 时，相应的资本
投入量是最优的，此资本投入量就是各地区对资本的需求量。在资本自由流动时，两地资本的边际成本
( MCK) 都等于利率水平( Ｒ) ，即 MCK = Ｒ。因此对一定量的资本而言，其在 A、B 两地的边际产出相等时，资
本配置是最优的，此时 MPKA =MPKB。一般地，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即资本的
边际产出是一条向下方倾斜的曲线。图 1 显示了资本在 A、B 两个地区间的配置情况: 总量为 AB 的资本在
两地间流动，直至两地的资本边际产出相等，即在点 1 处达到均衡。此时 A地使用的资本量为 AC，B 地使用
的资本量为 BC。

图 1 资本在地区间的配置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A地加强环境管制会使区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在图 1
中表现为 MPKA 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到 MPK'A，并与 MPKB 相交于点 2。此时 A地的资本需求量为 AC'，比环境
管制之前减少了 CC'; B地的资本需求量为 BC'，比环境管制前增加了 CC'。A地加强环境管制将促使 CC'的
资本从 A地转移到 B地，地区间的资本配置再次达到均衡。

由于产出 Q是资本 K的函数，可表示为 Q = Q( K) 。资本转移会使地区产出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借助
图 2 进行说明。图 2 是由四个象限构成的平面直角坐标系: 第Ⅰ象限是资本配置在 A、B 两地的生产可能性
边界，第Ⅱ象限是 A地的生产函数，第Ⅲ象限显示资本在 A、B 两地间的配置，第Ⅳ象限是 B 地的生产函数。

在 A地的环境管制加强，资本从 A地向 B地转移时，图 2 中第Ⅲ象限中的资本配置均衡点由点 1 向点 2 移
动，A地的资本 KA 减少; 对应到第Ⅱ象限中 A地的产出 QA 减少; 同时 B 地的资本 KB 增加，对应到第Ⅳ象限
中 B地的产出 QB 增加; 投射到第Ⅰ象限中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均衡点从点 1'向点 2'移动，反映出 A地的产出
下降，而 B地的产出增加。

图 2 A、B两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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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按污染排放总量和污染强度两个标准，确定当前我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包括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采掘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可见，A地加强环境管制将会促使资本从 A 地向 B 地转移，并导致 A 地的产出减少、B 地的产出增加。

也就是说，在地区间的环境管制强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污染避难所”效应是可能存在的。

三、环境管制与区际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行实证分析，初步设定包含环境管制因素的区域产业转移模型:

Y = f( X，A) ( 1)

其中 Y是区域产业转移变量，自变量 X是环境管制强度，A为其他影响 Y的因素。

( 一) 变量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某种产业在区域间转移必然会带来转出地的产值减少和转入地的产值增加，故区际产业转移可采用各

地区某产业产值占该产业全国总产值的比重变化来衡量。从本文的分析目标出发，我们以地区污染密集型
产业产值占全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总产值的比重变化作为衡量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指标，计为 Y。计
算所用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环境管制强度采用各地区污染治理支付成本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计为 X。这里“污染治理
支付成本”由两部分组成: 污染治理投资和治污设施运行成本。其中污染治理投资包括“三同时”投资①和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这两种投资没有分行业数据。按董敏杰等( 2011) 中的方法，假设污染治理投资的行
业结构与当年污染处理设备运行费用的行业结构相同，将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分解到各行业。这样，X =
(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 +“三同时”投资 +污染设施运行成本) /工业总产值。环境成本数据来自历年《中国
环境统计年鉴》。

除环境管制外，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产业内单个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而影响到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

转移，为了尽量减小模型中随机误差项间可能存在自相关而带来的回归参数估计偏误，我们需要将其他一些

对因变量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从随机误差项中分离出来进行单独控制。本文在遵循选取变量的基本原则基础
上，参考产业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选取以下几个控制变量:

1．劳动力成本。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一方面要努力获得最大收益，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地降低
总成本。劳动力成本是企业总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在进行投资的区位选择时，劳动力成本
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地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记为 AWW。

2．地区市场规模。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产品供给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企业所在地的市场规
模越大，对企业产品的有效需求就会越大，企业的发展空间越大。因此，地区市场规模是影响企业投资区位
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各地区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作为衡量指标，记为 GDP。

3．地区市场发展潜力。企业不仅要追求当期利润最大化，而且要考虑未来的收益最大化问题，使企业能
够获得长期发展和持续扩大的获利能力。因此，地区的发展潜力是企业作投资决策时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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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26 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这部分资金统称为“三同时”投资。



本文采用地区 GDP增长率作为衡量地区发展潜力的指标，记为 GGDP。
4．产业集聚程度。产业集聚可以促进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研发合作从而加速技术进步，产业链之间原
材料和生产设备的相互供应可以极大地节约交通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 同时，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地区

产业集聚情况也是判断该地区投资环境的有效市场信号，是影响外来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假设劳
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产业就业人数与产业集聚程度成正比，就业人数越多，说明产业集聚程度越高。本
文选取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就业人数作为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的衡量指标，记为 NWPI。

5．基础设施条件。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生产规模和生产力水平的重要
因素。对企业来说，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是企业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本
文选用各地区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作为各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的衡量指标，记为 ＲWII。

这里地区市场规模、地区市场发展潜力、基础设施条件和劳动力成本变量数据来自 1997 － 2011 年间的
《中国统计年鉴》，产业集聚程度变量数据来自各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 二) 计量模型的设定

在确定了环境管制强度指标、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其他主要因素及其替代指标后，就可以设
定具体的计量模型。经过对数据的初步观测并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设定如下形式的计量模型:

Yit = α + β1Xit + β2AWWit + β3GDPit + β4GGDPit + β5NWPIit + β6ＲWIIit + εit ( 2)

其中，ε为随机误差项，服从零均值独立同分布。在进行实证检验前，我们先对各影响因素的系数符号
进行了预测。其中:

由于地区环境管制越强，产业环保压力越大，产业转出从而会使产业产值比重下降，β1 的符号预测为

负。

由于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加大企业总成本从而抑制生产，促使产业转出; 但另一方面区域劳动力成

本上升对本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更加不利，会促进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方向转变，而资本密

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往往同时也是污染密集型的产业。可见劳动力成本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影响
是双向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方向力量的对比。由此 β2 符号待定。

由于地区市场规模越大，对产业短期收益越有利，吸引产业转入，β3 符号预测为正。

由于地区市场发展潜力越大，对产业长期发展越有利，会吸引产业转入，故 β4 符号预测为正。

由于集聚经济对产业转入具有正向吸引作用，β5 符号预测为正。

由于地区基础设施条件越好，对产业投资越有利，β6 符号预测为正。
(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采用 Eviews6． 0 软件，运用 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分析之前，先进行了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和协整检验以保证回归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部分变量不平稳但各变量通过协整检验的基础上采用逐步回

归法确定最优拟合模型。本文实证部分从总体和分阶段两个角度来研究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
移的影响。

1．从总体角度分析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
利用我国 1996 － 2010 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环境管制和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之间的关系，可以从

总体上反映环境管制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

分析面板数据可采用的具体模型形式有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当存在个体差
异或时间差异的遗漏变量时，混合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常常是有偏的，而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很好地克服遗漏

变量的问题。与随机效应模型相比，固定效应模型还能够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污染密集型产
业区际转移不仅可能受到区域环境管制力度差异影响，还可能受到区域环境承载力差异、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变化及其他没有观测到的因素的影响。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加以克
服。因此，本文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过逐步回归得到拟合模型(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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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C 1． 7477＊＊＊

( 5． 5798)
1． 6401＊＊＊

( 4． 8975)
1． 4076＊＊＊

( 3． 9484)
1． 1373＊＊＊

( 3． 0897)
1． 3428＊＊＊

( 3． 5814)
1． 5240＊＊＊

( 3． 9913)
1． 8285＊＊＊

( 4． 5314)

X － 5． 6866*

( － 1． 5524)

X( － 1) － 6． 7996*

( － 1． 6762)

X( － 2) － 3． 7940*

( － 1． 5983)

X( － 3) － 1． 1088*

( － 2． 1194)

X( － 4) － 5． 1497*

( － 1． 5745)

X( － 5) － 2． 9682*

( － 1． 5460)

X( － 6) － 0． 3904*

( － 2． 0485)

AWW － 0． 000041＊＊＊

( － 4． 6040)
－ 0． 000038＊＊＊

( － 4． 1280)
－ 0． 000031＊＊＊

( － 3． 4317)
－ 0． 000023＊＊

( － 2． 4744)
－ 0． 000024＊＊

( － 2． 5563)
－ 0． 000023＊＊

( － 2． 4046)
－ 0． 000022＊＊

( － 2． 1725)

GDP － 0． 0000171
( － 1． 4842)

－ 0． 000038＊＊＊

( － 3． 0756)
－ 0． 000077＊＊＊

( － 5． 6962)
－ 0． 000117＊＊＊

( － 7． 7446)
－ 0． 000126＊＊＊

( － 8． 0313)
－ 0． 000133＊＊＊

( － 7． 9886)
－ 0． 000127＊＊＊

( － 7． 4371)

GGDP 0． 0578＊＊＊

( 3． 4365)
0． 0610＊＊＊

( 3． 4157)
0． 0536＊＊＊

( 3． 0630)
0． 0455＊＊＊

( 2． 7239)
0． 0405＊＊

( 2． 4373)
0． 0326＊＊

( 2． 0379)
0． 0243
( 1． 5562)

NWPI 0． 0273＊＊＊

( 10． 1278)
0． 0306＊＊＊

( 10． 0078)
0． 0391＊＊＊

( 10． 5538)
0． 0476＊＊＊

( 11． 0734)
0． 0474＊＊＊

( 10． 5014)
0． 0468＊＊＊

( 9． 3818)
0． 0421＊＊＊

( 8． 0216)

ＲWII 0． 6146＊＊＊

( 3． 0077)
0． 6606＊＊＊

( 3． 2824)
0． 7322＊＊＊

( 3． 7655)
0． 8269＊＊＊

( 4． 3624)
0． 8470＊＊＊

( 4． 4832)
0． 8586＊＊＊

( 4． 5644)
0． 8414＊＊

( 4． 6025)

观测值个数 435 406 377 348 319 290 261

调整 Ｒ2 0． 97 0． 98 0． 98 0． 98 0． 99 0． 99 0． 99

注: ( 1)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 2) 括号内为各系数对应的 t值。

从模型 1 到模型 7，X的系数符号始终为负，符合之前预期，并且始终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环境管
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管制指标 X 的系数在滞后 1 期时达到最大，之后
随着滞后期的增加在波动中减小，说明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滞后 1 期
时影响最大。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滞后效应，是因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对环境管制变化做出反应有一个
过程，从做出转移决策、实施转移，到在新区域进行生产并引起产值比重发生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控制
变量中，市场发展潜力加大、产业集聚程度增加、基础设施条件加强会吸引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入，劳动力成
本的上升会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出，与预期一致。而区域市场规模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影
响方向不符合预期，分析结果显示区域市场规模越大，污染密集型产业越向外迁移。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结
果的可能原因是尽管区域市场规模大是促进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具备该条件的地区也是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地区，这些地区面临产业升级压力，会迫使污染密集型产业向区外转移。与之相对应，市场规模小的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政府决策部门急于发展经济，吸引了污染密集型产业进入。

2．分阶段比较分析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
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地区工业结构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在工业化初期，由于资本短缺、技术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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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劳动力成本低而且比较丰富、市场需求主要为轻纺工业品，所以工业结构以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
主导。在工业化中期，随着轻工业的发展，城市化、农业机械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社会资本存量迅
速增长，改变了市场需求和生产条件，形成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2002 年以来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
经济快速增长期，工业结构重化工业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另一方面，社会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中央政府对
环境问题更加重视，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思想，对各地方政府的
环境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地区也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环境管制强度。为了考察在这一过程中环境管
制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否不同，本文以 2002 年为间断点，将 1996 － 2010 年间的面板数据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
析。

由于分段后每个阶段的数据样本比较少，考虑滞后期会损失大量数据、降低数据的代表性和回归结果的
可信度，在这一部分的回归分析中不考虑滞后期的影响，仍然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法得到

的拟合模型结果见表 2。

表 2 两阶段对比分析结果

因变量 1996 － 2001 年回归结果 2002 － 2010 年回归结果

C － 0． 3748
( － 1． 2653)

1． 9599＊＊＊

( 4． 5855)

X － 4． 0174*

( － 1． 6054)
－ 9． 4602*

( － 1． 8828)

AWW － 0． 0000027
( － 0． 1506)

0． 0000227＊＊

( － 2． 2052)

GDP 0． 000628＊＊＊

( 11． 5420)
－ 0． 000128＊＊＊

( － 7． 5400)

GGDP 0． 0157
( 1． 0644)

0． 0220
( 1． 3995)

NWPI 0． 0265＊＊＊

( 10． 5750)
0． 0419＊＊＊

( 8． 0384)

ＲWII 0． 7150＊＊

( 1． 9905)
0． 8368＊＊＊

( 4． 6191)

观测值个数 174 261

调整 Ｒ2 0． 99 0． 99

注: ( 1)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 2) 括号内为各系数对应的 t值。

在两个阶段中环境管制都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第二阶段 X 的系数较
大，显示这一阶段的作用力度增强了。劳动力成本因素在第一阶段作用不显著，而在第二阶段表现出对污染
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显著抑制作用。市场发展潜力在两阶段的作用都不显著。产业集聚程度在两个阶段
都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后一阶段的系数更大，表明后一阶段产业集聚因素对污染

密集型产业的吸引力增加了。基础设施条件在两个阶段都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具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区域市场规模因素在两个阶段的作用方向相反，在前一阶段，大的区域市场规模有助于吸引污染密集型
产业，而在后一阶段，区域市场规模大反而会对污染密集型产业产生排斥作用。

可见，2002 年以来随着工业结构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我国区域环境管制差异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
的影响趋于增加，“污染避难所”效应增强。同时，与前一阶段相比，已有一定污染产业基础的地区，区域市
场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吸引力也增强了。

四、结论与建议

在理论上，环境管制强度提高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由于污染密集型产业受环境管制的影响较大，这些

行业的企业可能利用区域间的环境管制强度差异而向环境管制强度较小的地区转移。本文对中国1996 －
2010 年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这种理论上的分析逻辑，也就是说“污染避难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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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中国是存在的。

从总体上看，我国区域间环境管制力度差异已成为引导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环境管制因
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滞后 1 期时作用达到最大。分阶段来看，随着整
体上各省环境管制力度的加强，环境管制力度差异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促进作用趋于增强，“污染
避难所”效应加大。同时区内原有污染密集型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区域市场规模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
地区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吸引力也增强了。我们认为其形成原因有二: 其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企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在企业内有效吸收环境管制带来的成本压力，成本竞争是其竞争的主要形式; 其二，部

分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可能以放松环境管制为代价招商引资。随着我国整体工业结构向重化
工业化方向发展，环境管制和产业集聚两个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产生越来越大的共同影响，其结果

会使环境管制较严格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向外迁出，而环境管制较宽松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越

来越聚集，因此形成一些污染的“热点”地区，这些“热点”地区倾向于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省区。为
了抑制“污染避难所”现象在中国的继续发展，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地区环境管制措施的管理和规范，在对区
际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要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区际主体功能区划，对各
地相同功能区的环境管制措施进行规范统一，减少区际间环境管制力度差异的“漏洞”。另一方面需要支持
企业进行技术研发，以技术创新带来的收益增加冲抵环境管制带来的成本上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附

加值，使企业摆脱过度依靠低成本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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